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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移民是指在出生国以外的国家居住一年以

上的人口[1]。伴随着全球化发展，从 20 世纪 80 年代

起，国际移民研究因其多样性与复杂性，成了最具争

议的研究之一。据国际劳工组织 ILO（International
Labor Organization）2016 年一份最新统计显示：全球

移民数量从 1980 年的 10300 万到 2010 年增长至

21400 万，30 年来整整翻了一番。近 30 年来，国际移

民人口的增长速度远远超过了全球人口的增长速

度，并援引联合国相关报告称，到 2050 年，国际移民

人口将超过 4 亿，比 2010 年再翻一番[1]。
一、国际移民理论及移民女性化趋势

全球化语境下，以劳动力移民为主的国际迁移

时时刻刻都在发生，尤其是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科

技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改造着人们的知识结构，重

塑了各国人民的生活观念和人生向往。其次，来自各

国内部的政局变化和城市化进程带给年轻一代就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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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力和新的从业憧憬，促使他们走出国门求学或者

寻找待遇更好的工作。再次，来自南半球与北半球之

间的经济势差，劳动力市场和人口结构变化使大量

廉价的劳动力从南半球迁移至北半球。与此同时，地

区内部之间的流动、如欧洲一体化进程中的人口流

动，亚洲地区内部的人口迁移也络绎不绝。
无论是输出国还是输入国，社会结构、国家边

界、国土安全和政策治理都受到大规模国际移民的

影响。因此，国际移民研究从 20 世纪 80 年代后期就

成为一个备受关注也充满观点交锋，集合了社会学、
政治学、历史学、经济学、地理学、人口学、心理学、文
化研究和法学等学科门类共同聚焦的跨学科研究领

域，并不断呼唤和吸纳新的学科和理论研究框架介

入研究[2](P167)。澳大利亚学者 Stephen Castle 等人将国

际移民现象描述成一个“移民时代”（the age of mi-
gration）的到来，指出了移民研究的时代性、紧迫性，

并将现有的移民研究划分为两种范式：“功能主义”
（functionalist） 理论范式和“历史—结构”（histori-
cal- structural）理论范式[3](P27)。功能主义研究范式主要

包括“推—拉”理论、新古典理论和人力资本理论，这

一研究范式将社会视为一个有机体，系统内的其他

因素如个体主动性等则类似于某个器官，这些器官

总会不断地调整自身运行，以便适应整个有机体的

平衡，并使其良性发展。功能主义研究范式将国际移

民视为一种积极的现象，并认为移民通过行动可以

推动自身和社会趋向平等化。“历史—结构”研究范

式的理论在新马克思主义的根基上，衍生出全球化

理论和市场分割理论。这一研究范式将国际移民现

象视为伴随世界经济和政治力量的不对称发展，产

生的导致结构不平等性的再生产。国际移民为发达

国家提供了廉价劳动力，却造成了移民输出国的人

才流失（brain drain），并进一步加剧了社会和地理空

间结构的不平等。
两个研究范式代表了国际移民研究的两极化观

点，功能主义研究范式忽略了国际移民形成的历史

原因，以及主权国家及社会结构在移民过程中的作

用；“历史—结构”研究范式则过于强调政治经济结

构，将资本主义视为解释国际移民的全能因素。基于

这两个研究范式的片面性，从 20 世纪 80 年代起，一

系列聚焦于移民动机和移民类型的中观和微观研究

开始兴起，包括跨国主义理论、社会网络、移民系统

和移民转型等在内的新理论蓬勃发展，这些观点部

分继承或者糅合了功能主义与“历史—结构”主义两

种研究范式的观点，但更关注移民个体在移民过程

中主观能动性的作用，形成了更加丰富、更加多元化

的国际移民研究理论体系。
与此同时，伴随着国际移民人口的不断增加，区

别于 20 世纪 70 年代以承担家庭生计的男性为主的

移民性别结构，女性移民人口从 80 年代起出现了剧

增，研究者将这一现象称为国际移民的女性化趋势

（feminization of immigration）。2006 年，联合国人口基

金会 UNPFA（United Nations Population Fund Associ-
ation）一份名为《通向希望之路：妇女与国际移民》的

报告中称：女性移民已基本占据了国际移民的半壁

江山，20 世纪 80 年代以后，越来越多的女性移民不

再只是作为家庭成员迁移，而是独立的移民者，女性

移民形成了一条虽“沉默却强劲浩瀚的河流”（silent
and mighty river）[4]。Stephen Castle 等学者还将女性化

趋势列为当代国际移民发展的六大趋势之一①[3]

(PP16- 17)。女性移民的增多，使得许多学者，尤其是妇女

学和性别研究的学者将视角转移至这一群体，从当

代移民历史中重新“发现”女性移民的身影，从研究

女性移民在移民过程中的生产和再生产方面的贡

献，逐渐转向国际移民的性别分析视角，并开始引领

移民研究中的一股“潮流”（tidal wave）[5]，逐渐成为移

民研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移民的女性化以及随后的移民性别化研究充分

运用国际移民研究的两个研究范式中的相关理论，

如既采纳功能主义范式中的输出国与输入国政治经

济等综合的“推—拉”因素，也通过新马克思女性主

①《移民时代:当代世界的国际人口流动》（The Age of Migration: International Population Movements）对当代移民特征和趋势的

概括为以下六个方面：（1）移民的全球化；（2）移民人潮的方向转化，如欧洲从传统的移民输出地变为主要移民输入地之一；

（3）移民类型多元化；（4）移民形式的分化，指的是一些国家由传统的移民输出国正转变为兼具输出与输入特征的国家；（5）

移民的女性化趋势；（6）移民问题的政治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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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的连接，运用“历史—结构”范式中的全球化理论

和劳动力市场理论来分析移民性别化趋势产生的原

因。在描述移民迁移后的生命经历和生活状况时，学

者的观点也呈现出两种对立的观点立场：一部分研

究者强调移民性别化趋势中处处暴露的剥削性和不

平等性，认为女性及其他处于弱势的性别化群体在

移民过程中总是显现出不可避免的脆弱性，需要面

对人口贩卖、暴力、歧视、疾病感染等社会风险；另一

部分学者则充分运用跨国主义理论、移民网络和人

力资本等理论积极评价女性以及其他性别化移民群

体在迁徙中建立的社会网络及其功能，并对个体表

现出的能动性（agency）和自主性（autonomy）给予了

充分肯定[6](P113)。
学者 Nancy L. Green 认为，近 30 多年国际移民

研究的过程是一个从只研究男性移民、到“发现”和
研究女性移民、再到移民研究的性别化过程[7]。这也

是一个性别研究和移民研究互动对话的过程，在这

个过程中，迁移可视为一个性别化的流动过程，性别

也不再是一个固定的概念，而成为流动的性别、性别

认同和性别关系，就与其他身份、社会关系一样，在

跨越地理、国家主权边界的同时，也面临着重新建构

和不断转型。
二、“发现”与研究女性移民

1889 年，提出“推—拉”理论的早期移民研究者

雷文斯坦（Ravenstein，E.）通过观察后撰文认为，移

民距离是决定男性移民和女性移民产生的主要原

因，与男性相比，短途移民的女性更多，但女性很少

进行长途移民[8]。这也被认为是可追溯的有关移民最

早的性别论述之一。此后的几十年里，尽管伴随着全

球化的推进以及交通技术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女性

成为国际移民，但雷文斯坦关于女性移民的这个论

述却没有像他那个直到今天还被研究者反复运用和

探讨的“推—拉”理论那样引发争论，就连在美国这

样的传统移民输入国，也是移民研究最活跃的国家，

也没有学者对他那个既落伍且错误的论断进行反驳
[9]。这一方面是由于当时女性主义和性别研究的理论

根基还不牢固与深厚，另一方面也是由于参与学术

研究的女性学者数量还较少，掌握研究话语权的男

性很少专门地关注女性移民。于是，在相当长一段时

期内，女性移民始终游离于移民研究的中心之外，仅

有少量研究者尝试在移民研究中“加入妇女搅一搅”
（add women and stir） 使整个移民研究看起来更客

观，更具全景化，从而构成完整的移民社区研究[10]

(P22)。直到 20 世纪 70 年代中期以后伴随着女性主义

运动的兴起和性别研究的发展，女性主义历史学者

才将开始真正关注女性移民群体。同美国学者

Nancy L. Green 的观点相似，欧洲学者 Laura Oso 等

人也认为对女性移民的研究经历了一个从“无”到有

的历史渐进过程，并将 20 世纪 90 年代以前对女性

移民的研究分为三个阶段：70 年代初期以前的研究

空白时期；1974 年到 80 年代初的发现女性移民时

期；80 年代至 90 年代初女性移民研究的大量产生

时期[11](P11)。
（一）刻板的“尾随配偶”形象

虽然国际移民研究理论发展至今已成为一个百

家争鸣的理论体系。但传统的移民国家如美国和欧

洲的大部分学者还是认为工业化与资本和劳动力发

展的不均等、不对称是引发移民的根本原因，也是移

民迁移的方向总是从南半球相对贫穷的发展中国家

向北半球相对富裕的发达国家流动的引力[7]。以美国

为例，19 世纪中期，伴随美国东部城市向乡村蔓延

和铁路网络的扩张，大量北欧移民迁移至这片新大

陆；同一时间众多中国劳工远渡太平洋，登陆西海岸

的旧金山一带，成为最早一批华裔劳工。在漫长的时

期里，“移民”等同于具有明显体力优势的男性劳工，

这些男性移民大多扎根于移民接收国的工厂、矿山

或者田地里，从事重体力工作。这一早期的移民性别

化特征是造成女性移民成为研究盲点的重要原因。
大量性别研究者和其他移民历史学者、人口专

家透过文本分析认为，1974 年以前极少的关于女性

移民的论述中，这一人群几乎都是作为“尾随配偶”
（trailing spouse）被描述的[12](P22)。“尾随配偶”身份既是

当时女性移民的实际处境，同时也通过经验性的观

察研究被不断强化和刻板化。美国学者 Mirjana
Morokvasic Source 在 1984 年发表的文章《迁徙的鸟

类中也有女性》中认为父权制家庭模式的普遍存在

是造成这种刻板印象的根源，同时也是基于对男性

社会生产功能和女性再生产功能的二元划分而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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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②[13](PP886- 907)。“尾随配偶”的身份将女性移民置于一

种依附地位，这种对女性移民的刻板印象在相当长

的时间里阻碍了对女性移民身份变迁的认识和解

读，忽视了女性移民在劳动力市场和社会发展（同时

对移民输入国和输出国）中的贡献，否定了女性和男

性在移民过程中的平等性。当女性移民被固化为同

行男性移民的随行家属时，就意味着其性别身份被

次等化（Secondary），并具有了依附性（dependency）[11]

(P12)。
斯科特（Scott，C. V.）认为当代社会的一个显著

特征是现代性（modernity），女性依附地位（dependent
status）的刻板塑造是由于她们被排斥在现代性之外
[14](P53)。现代性是以资本市场为基础产生的，它代表了

城市生活一种理性的、工业化的生活方式，它激励男

性参与竞争并取得成功。在这种现代性中，男性占据

了城市的公共空间，而女性则被迫与私人领域、农村

或者部落空间联系在一起，被限制在自然性中，不仅

成为男性的附属品，甚至被默认为是阻碍社会发展

的。另一方面由于移民的流向是从发展缓慢的南半

球国家流向富裕的北半球，国与国、地区与地区之间

的不平等使移民输出国沦为经济发展的外围地区，

也造成了南半球国家对发达国家的经济政治依附

性，但即便是在这种依附性中，由于发达国家对男性

移民劳动力的需求，也使男性移民比女性移民更具

移民优势。因此在这种双重依附语境下，女性移民在

早期的研究中要么难见身影，要么成为沉默的跟随

者。
（二）“显露身影”的女性移民

1974 年到 1975 年欧洲正式对移民采取关门政

策，男性劳动力移民再也不能轻而易举地进入欧洲

国家了，以家庭团聚为名的女性成了这一时期主要

的移民群体之一，并逐渐进入研究者的视野。
与此同时，在波伏瓦（Simone de Beauvoir）提出

性（sex）与性别（gender）区别的 20 多年之后，“性别”
一词已在社会科学领域广泛使用，社会科学家们采

用问卷调查、民族志、档案调查和参与式观察法等传

统的研究方法对性别差异和性别关系进行研究，大

量有关性别功能的文章及著作在这一时期面世。这

些研究从经济、政治、文化、宗教和家庭等方面集中

分析了社会对两性功能差异的分配和建构。一部分

研究侧重于探讨公共 / 私人领域的划分，认为女性

更多地被限定于私人领域并由此导致了其更低的家

庭、社会地位和价值。另一部分研究着重探讨文化 /
自然的压力是如何建构性别差异的[15]。公共 / 私人

领域和文化 / 自然这两组二元对立的分析法在反复

强调两性差异的同时，还被视为对压迫女性的传统

观念的一种回击[5]。
性别研究和女性主义运动的兴起，使得学者们

开始追问新的问题，他们将聚焦男性和女性在劳动

力市场的分工，将目光聚焦于女性移民比较集中的

纺织、制衣，以及家政工作等行业，关注女性移民劳

工受到的压迫。从最早的只是“加入妇女搅一搅”到
发现女性移民并关注她们在劳动力市场的作用，可

以说对女性移民的研究路径是与性别研究的发展一

脉相承的。
（三）被广泛关注的研究对象

由于传统移民接收国的去工业化（de- industri-
alization）趋势以及服务行业的兴起，使得移民国家

对移民的需求类型发生了转变，护士、家政服务和保

姆行业劳动力缺口的预设目标人群为女性。于是，数

量庞大的职业女性（working women）移民成了备受

关注的对象，女性移民的性别优势开始被察觉。研究

者们一方面将移民的女性化趋势作为描述国际移民

现象变化的主要特征进行阐述，同时女性移民在社

会发展中的作用也逐渐被认可。还是在那篇著名的

《鸟类的迁徙中也有女性》中，作者首次通过强调需

要重视女性移民人口递增现象，进而呼吁重视女性

移民在社会发展中的政治和经济贡献[12]。
由于这一时期国际移民研究倾向于一种中观和

微观的视角，大量的人类学者重点观察移民者的家

庭以及更大的社会网络关系。通过对移民亲缘关系

和社会关系的调查研究，研究者们得出两个结论：其

一是认为移民不仅是一个经济、政治范畴的问题，更

是一个在性别化和亲缘关系主导的意识形态、习俗

②Morokvasic 的这篇文章是对 1979 年一位男性学者 Michael Piore 的一篇移民研究文章《迁徙中的鸟类》（“Birds of Passage”）

的回应，被认为是当代女性移民研究中具有代表性的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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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实践共同作用下产生的社会文化过程[16]；其二

是认为尽管宏观结构的变化（全球化发展）是解释国

际移民现象的主要动因，但在具体的移民家庭内部，

决定谁能够移民、谁留下、移民定居以及返回等关键

问题时，家庭中性别和长辈的权力成为决定性的力

量[17]。通过对家庭、亲缘以及更大的移民社会网络交

织场域下的研究，女性移民在其家庭中的作用得到

发现和肯定。这种作用包括两个部分，一是移民女性

在移民家庭内部的作用，主要表现在人口生存和社

会再生产方面的贡献，这也成为亚洲地区学者对区

域范围内跨境婚姻妇女研究的一个重要视角；另外,
研究者关注移民女性向远在祖籍国的原生家庭寄回

汇款（remittances）的作用，这些汇款既包括金钱和物

质，也包括她们通过移民建立起来社会关系网络和

其他社会资本，研究者强调这些社会性汇款对于母

国经济发展的作用。
女性移民的研究进程，可以说同时伴随着移民

女性化趋势和性别研究的兴起和发展向前推进。劳

动力市场和移民接收国的政策改变是导致移民女性

化趋势的两个最重要因素[7]。首先，全球化趋势下劳

动力市场的性别化分工，使得更多国际女性化的工

作机会产生，女性由此具有了独立移民的机会；其

次，各移民接收国陆续采取的移民关门政策和同时

采取的移民家庭重聚政策在将男性移民阻挡在国门

之外时，女性却成了移民政策调整的受惠者，因此很

多学者也认为移民政策的调整也是一个性别化的过

程[18]。
女性移民的剧增趋势，使得她们作为“尾随移

民”的刻板化印象逐渐改变，女性移民在社会生产和

再生产方面的贡献逐渐被发现和认可。透过对亲缘

关系和社会网络关系的微观和中观观察，性别研究

者强调家庭中的性别化权力和代际权力在个体移民

决定中的重要性，并进一步观察到女性移民在移民

社会网络构成中的角色扮演和作用以及女性移民对

移民输出国和原生家庭的反哺。
但对于 20 世纪 90 年代初期以前的女性移民研

究，学者 Hondagneu- Sotelo指出其主要存在三个方

面的问题：一是大部分研究，尤其是量化研究仅仅只

是把性别当作一个变量来比较男性与女性移民模式

的差异化；二是大多数研究从“不关注女性移民”跳
跃至仅“关注女性移民（only women）”，这一将女性

视为性别化主体的方式实际上却将女性移民推入更

加边缘化的状态；三是早期的女性移民研究过于强

调意识形态和社会文化的性别化影响，却将劳动力

市场、社会制度等视为性别中立，未能将性别当作一

个全面的社会结构来分析[19]。
三、从女性移民研究到性别与移民研究

性别研究与移民研究的互动是建立在全球化进

程加速中移民趋势的动态变化以及移民研究与性别

研究同时不断向前发展之上的。
一方面，移民女性化趋势不仅使女性从“深居闺

阁”或者“影子伴侣”的传统形象挣脱出来走向国际

舞台，更使其他移民性向问题，如同性恋移民、跨性

别者移民（transgender people immigration）等少数群

体的研究也成为了研究焦点，移民的性别化研究逐

渐成为一门关系到性别身份、权利、文化和政治的

“显学”，亟待政治学、经济学与社会学等多学科关

注。
另一方面，随着性别研究的深入与发展，以巴特

勒（Judith Butler）和斯科特（Joan Scott）等为代表的学

者开始更具开放姿态地将性别视为一种主体化的过

程，而非一个被赋予或安排的身份[5]。性别逐渐被认

为是人们赋予两性生理性区别的社会性意义，它是

一项人为的发明（human invention），并用其来控制我

们的行为与思想，但它不是一个固定的结构，而是一

个不断变动的进程（ongoing process）[20]。人们从事“性

别化的工作”，通过实践，来达成两性关系的妥协与

共识。性别研究也越来越倾向于采用现实主导

（praxis- oriented）的研究视角[21]，将性别意识、性别认

同和性别关系视为一种流动的而非一成不变的状

态。进入 20 世纪 90 年代，性别分析开始注重在方法

上与结构主义和实证研究相融合。性别研究这一风

格的转变也体现在对移民群体的研究上。
Hondagneu- Sotelo认为，20 世纪 90 年代以后的

研究是一个从移民女性研究转至分析移民性别化的

过程[19](PP20- 42)。研究者开始逐渐摒弃那种仅以男性移

民或者仅以女性移民为中心的研究，认为性别作为

构成人类关系的一个因素，虽然是最主要的，但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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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一的。从 20 世纪最后 10 年到 21 世纪的 10 多年

间，性别成为移民研究中的一个重要的分析门类，研

究者将性别作为权力关系的表征与透镜，去审视移

民迁徙过程中的体系、社会准则、政治结构和身份认

同问题[22]；与此同时，性别研究者将移民的阶级、种
族和民族、年龄等其他权力和差异与性别粘合在一

起进行讨论，强调性别的动态属性，认为性别与其他

经济、政治等社会因素以及个体的过去、现在等主体

性因素一起互动变化，应将性别置于具体的社会场

域中探讨。性别与移民研究的互动更加紧密，进入新

的阶段，呈现出移民研究性别主流化和性别研究的

多元交织性两个主要特征。
（一）移民研究性别主流化

移民研究从一开始就是一个跨学科背景的研

究，性别研究也是如此。当今移民研究的一个重要特

征就是，基于不同学科背景下的移民研究都强调将

性别放入移民分析的中心位置[5]，这不仅促使移民研

究拥有更为开阔的视野，也使移民研究与性别研究

在多学科交叉的语境下互动更为密切，并加强和发

展了各自的理论。
基于劳动力市场性别化特征下，女性移民参与

有偿家政劳动、家庭护理等工作的现象引发研究者

的兴趣。大量以“护理工作”（care work）、“全球护理

链”（global care chains）、“护 理 用 工 短 缺”（care
deficit）为关键词的文章出现，妇女在社会再生产中

的作用被反复提及，却引起一些学者担忧，认为这有

可能又一次导致女性移民作为社会再生产劳动力形

象的重新刻板化[10]。此外，作为移民性别化关系与实

践研究的成果，大量有关难民及其人权，移民主体

性、身份的建构，移民的性向研究，第二代移民以及

跨国主义的新兴研究也越来越丰富。其中，性别研究

与跨国主义研究的结合发展形成一套自成体系的理

论模式而颇为引人瞩目[22]。
伴随着女性主义地理学的发展，学者针对“男性

再造环境下”，女性在空间使用上面临的种种限制展

开了研究。在性别与移民研究的互动中，学者沿着这

一路径，分析性别在跨国社会空间中的创造、转换以

及强化过程。2001 年学者 Mahler，S. J. 与 Pessar，P.
R. 首次针对移民提出了“性别化的权力地理学”

（gender geograshies of power）的概念。区别于 20 世纪

80 年代女性地理学者对“家”的关注，Mahler 与 Pes-
sar 的研究更关注移民的身份认同、地域与社区之间

的关系。在性别化的权力地理学之下，她们又提出地

理维度（geographical scale）、社会地位(social location)
以及主体性与想象（agency and imagination）三个互

相关联的概念[22]。地理维度指的是迁移过程中，随着

地理变化，性别在各个维度自动运行，性别关系和意

识形态也因此被不断重新建构和重新确认；社会定

位指的是个体的定位总是受到社会结构中各种历时

性的力量导致的权力分层的驱使；主体性与其想象

力指的是跨国主义与跨国空间不仅左右移民的迁移

决定和行动，并使他们最终嵌入跨国空间中难以脱

逃。性别化的权力地理学被认为是一个用于分析移

民社会能动性的理论框架，通过观察移民的行动与

实践，对比移民对迁移的想象和期待，分析移民性别

化的社会能动性与实践[22]。
在全球经济高速运动（hypermobility）与时空压

缩（time- space compressiond）作用下，国家和领土概

念在次国家维度和超国家维度不断被重塑，移民聚

焦的社区也被描述为民族国家政权之下“一个处于

例外状态的法律悬搁场域”（a space where law is sus-
pended as in a state of exception）[23]。为了适应这种变

化，移民输入国通过对移民人口和原有公民实施分

类和采取专门的移民政策来完成国家识别和认同。
大多数有关移民政策的研究都是以国家为中心

（state- centered）的，且主要集中在三个主题上：一是

国家对移民输出和输入的管控；二是国家安全；三是

移民的收编（incorporation）问题，主要包括移民的公

民身份等核心问题[24](PP137- 186)。
性别与这三个主题紧密相关。例如，男性与女性

移民会受到母国政策的影响，呈现出移民性别化的

图景；移民法律本身通常也是性别化的；接收国针对

移民融入的政策也会对两性产生不同的影响；反之，

由于性别化的准则、期待和机遇导致的性别化的主

体性差异也会对移民的迁移、定居或者返乡等决定

和行动产生影响。区别于政治学者关注移民身份和

移民政策及治理，社会学者和性别研究者往往更关

注移民权利的维护以及如何使移民政策更趋向性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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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等化[5]。尽管移民女性化趋势势不可挡，但移民过

程中的“性别隔离”（gender segregation）致使大部分

女性移民聚集于诸如服务业、家政、护理、娱乐甚至

是性工作等几种特殊的行业，缺乏相应的社会和法

律保护。尤其是在亚洲地区，大量低技能的女性客

工，为移民接收国的发展做出了很大贡献，却得不到

相应的法律保护，生存和发展状况堪忧。研究东南亚

移民政策的专家 Piper 因此认为：移民的政治和治

理研究不仅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更是一个区域性

的问题，当前的移民治理研究大都呼吁全球联动和

自上而下的模式。但事实上，区域之间的流动人口占

据了国际移民 1/3 的人数，移民治理应更加注重区

域化合作，推行从下而上的治理，强调草根组织在移

民治理中的作用，加强与性别研究等多学科的交叉

融合与互动，保护女性移民、孩童、老人、难民以及同

性恋移民等弱势移民群体的权利，提高他们的政治

参与度[25]。
移民研究与性别研究的互动，其意义在于研究

者们意识到：移民过程是一个由各种不平等性构成

的复杂社会网络，移民研究就是要将一个又一个缠

绕的结打开，最终帮助移民改善处境，获取移民平等

的权利。而性别作为一个研究不平等性的框架，为移

民研究提供了一个分析门类，用于审视不同维度之

下权力关系的跨度交错缔结，家庭、劳动力市场以及

国家等维度在迁移过程中的联系和转换。性别成为

移民研究的一个中心，日趋主流化，同时也使研究者

们从性别出发，关注阶级、种族、年龄等其他有可能

导致移民不平等性的一切因素。
（二）迈向多元交织性

关于“多元交织性”理论（intesectionality theory）
的来源，大多数学者认为是产生于美国非洲裔女性

学者对其因种族和性别遭遇到的多重压迫的一种思

考。之后学者将这个词用于描述某个群体或者群体

中的个体在相互关联的压迫系统中的具体经历[22]。
多元交织性构成被认为是对性别本质主义的回应。

1991 年，美国学者 Crenshaw，K. W.第一次用多

元交织性这一概念分析源自不同肤色、国家、群体的

女性遭遇的多重性压迫[26]。其后它被用来分析解释

社会不平等性、文化差异以及民族、种族间的关系。

可以说多元交织性理论是性别与移民研究互动过程

中产生的一个新的理论观点，移民性别研究逐渐从

探讨移民两性区别转至探讨移民过程中包括阶级、
种族—民族、国籍与性向在内的社会不平等性的各

个维度。由于社会实践是在复杂的环境中发生，由多

层社会关系构成，包括了多重社会身份和社会功能，

移民的不平等性是一个动态复杂的模式，而不能仅

将造成移民地位失衡的某一种主要因素，例如性别

或者种族，作为分析移民困境的唯一解释[11](P18)。身份

的多重分类 （intercategorcal） 是研究移民权利的基

础。通过多维度的分析，学者们认为身份的概念化导

致的分离或者附加，与各种形式的歧视叠加在一起

对移民群体以及移民个体造成了多重压迫[23]。多元

交织性理论成为研究移民不平等性和歧视的一种复

合式工具，可避免由简单还原主义带来的问题。
例如有研究者认为，造成移民不平等性的原因

中，国籍成为造成移民与本土公民差别的最直接因

素，研究移民性别化时，应该将其与其他因素联系起

来考量移民群体内部的差别、分层以及权力的联系
[27]。在利用多元交织性视角对输入国某一个特定的

侨民群体（diaspora）或者二代移民的研究中，研究者

也收获颇丰。例如学者 Smith 通过参与式观察，分析

身处纽约的墨西哥第一代移民与第二代移民，在对

返回墨西哥与留在美国做出选择时的性别协商，以

及这一性别协商过程是如何受种族和年龄因素跨切

（cross cutting）和转化的[28](P346)。在对美国亚洲侨民的

研究中，研究者 Parrenas，R. S.与 Siu，L. C. D.同时关

注亚洲侨民的种族化与性别化过程，以及由此带来

的文化距离和各种语境下的文化和身份排斥[29](P106)。
移民研究的性别主流化和多元交织性研究之间

并不是一个前后相继的发展过程，但是多元交织性

理论的产生和在移民研究中的运用确实是由性别研

究者发展起来的。这一理论不仅使性别研究者的分

析框架更趋向多层次和立体化，也使其他社会学者

在进行研究时，也更加关切性别研究视角。从这个角

度来说，多元交织性理论可以看作性别和移民理论

互动产生的贡献之一。
四、结语

总的说来，“性别”不是一个名词，而是一个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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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性别研究与移民研究的互动，是在移民女性化趋

势的客观推动下，伴随移民研究和性别研究各自的

发展轨迹，从“发现”女性移民开启融合发展之旅，经

历研究女性移民，再到移民性别化研究的过程，互动

最大的成果是移民研究的性别主流化和多元交织

性。性别主流化可以视作性别研究对移民研究的贡

献；多元交织性理论则是性别研究通过涉入移民研

究，对自我理论的丰富化，性别研究不再将不平等性

的来源局限于性别一种权力因素，而是迈向更加成

熟的多元交织性视阈。二者的互动把两性作为一组

相对的、流动的社会建构，将性别化的移民主体和迁

移中的性别化现象、劳动力市场、身份、权利和文化、
政策和治理等作为研究对象来深入分析，并同时注

重将父权制、两性关系与资本主义、种族歧视、国籍

等其他阶层权力关系交织与缔连，在一个多层框架

下研究移民性别化的过程和结果。性别与移民研究

的互动使两个研究视阈相互渗透，不仅分别推动着

性别研究和移民研究向纵深发展，更促使其他社会

科学领域、分支的共同介入与融合。性别与移民研究

互动的未来发展方向也在于一方面继续探讨不同形

态的迁移造就了怎样的性别差异以及移民语境下的

性别再造过程；另一方面则是进一步探讨性别与其

他身份分类如何重塑移民群体的内部结构及其对移

民身份识别、认同及权利的影响，最终通过研究推动

政治行动改变既有的性别、种族、阶级等权力关系对

移民造成的压迫与不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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